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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 普遍重视对于中国早期

佛教时期般若学和涅槃学的地位和作用， 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般若

学和涅槃学之外，当时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那就是毗昙学思

潮。 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已经谈到在般若学之外，还

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它比般若学传入中国的时期要早，延续的

时期也不比般若学短，而就其对于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意义来说，

也许比般若学更加值得学界的重视，这就是禅数学，尤其是由禅数学

中独立出来的毗昙学。 通过对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

察，有助于我们理解毗昙学在中土早期佛学思潮转向中的重要地位，

加深对早期中国佛教史的理解。

一、东晋道安对毗昙学的提倡

阿毗昙，梵语 Abhidhqrma，汉语亦作“阿毗达磨”、“毗昙”。 abhi 有

“对于”、“无比”以及“胜义”等意义，dhqrma 的意思是指“法”，即是佛

所说的法，特别是《阿含》。 Abhidhqrma 合起来就是指“对法的说明”，

而佛所宣“法”有殊胜之义，因此也可以意译为“无比法”、“胜法”。 阿

毗昙可以泛指佛教一切论著，是经、律、论三藏之一。 在东晋南北朝期

间尚未有任何大乘阿毗昙传到中国来，传入中土的只有小乘毗昙，尤

其是萨婆多部的毗昙。 本文所论亦是就此而言，所谓的阿毗昙，特指

小乘阿毗昙学说。

中土第一个组织系统翻译有部毗昙的僧人是东晋释道安。 道安

赴长安后仍然每年讲《放光般若》，并没有放松对般若学的研究。 但组

织译经成为了他最主要的任务，尤其是关于小乘一切有部的论典。 在

他所组织翻译的各种经籍中，除了一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是

属于般若类的以外， 其他的十三部一百七十八卷都主要是说一切有

部的经典。 在道安的倡导和参与下，毗昙学中最著名的是毗昙六论，

即：《阿毗昙毗婆沙论》、《僧伽罗刹所集论》三卷、《尊婆须密菩萨所集

论》十卷、《四阿含暮钞》、《阿毗昙八键度论》三十卷、《阿毗昙心论》，

在当时都已经译出。 道安不但没有把大乘般若学看成是对小乘有部

之学的否定，反而更加推崇有部毗昙学说，并且经常亲自为所译出的

毗昙论典作序，如《阿毗昙八犍度论序》、《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序》、

《鞞婆沙序》等。 道安对于毗昙学的态度如此的重视，究竟出于什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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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呢？

按照《世说新语》中的说法，当时人“但共嗟咏二

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 [1]。 上层贵族对于佛理的兴

趣，只是在于利用佛教来满足玄谈的需要，追求一种

玄远之美，但并不刻意去追求对佛理的真实理解。 在

这种不求真解、只为己用的风气之下，如果要探求佛

学真义，就必须深入佛典义理，钻研佛教哲学自身特

有的名相和概念，而不能总是靠借用中国本土固有的

语词来进行“格义”比配。 因此，一直想追求佛理真义

的道安， 定有以佛教的概念名相来诠解佛经的想法，

而以分析佛理名相为特色的毗昙学经典，自然会受到

道安的高度重视。 下面的话可以说明道安当时的想

法：

阿毗昙者，数之苑薮也。 其在赤泽，硕儒通人，

不学《阿毗昙》者，盖阙如也。 ……是故般若启卷，必

数了诸法，卒数以成经，斯乃众经之喉衿，为道之枢

极也，可不务乎？ 可不务乎？ [2]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释道安对毗昙学非常

重视，他认为学习毗昙是读懂经典的基础，要研习般

若学，也必须掌握毗昙学中的数法。 由于对佛教名相

概念的不了解，使得当时的人们解读佛经的时候常常

有难解难通的情况发生。 因此，对经文翻译质量的关

注以及对于解释经文的毗昙论典的提倡便成为释道

安的首要任务。 由于道安对毗昙非常的重视，甚至认

为不习毗昙无以读经，这对于慧远后来对僧伽提婆所

译的毗昙学经典如《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等的极

力弘扬，应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此尽管当时的思

想界都以般若空观为谈论主流，但毗昙学思潮在南方

的突然兴起，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庐山慧远与中土毗昙学的流行

身为道安的得意门徒，慧远的重视毗昙学，一个

重要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受到了道安的影响。 道安的反

对“格义”，以及道安在长安大译毗昙学经典都可能激

发慧远对毗昙学的兴趣。 另外，在东晋至刘宋时期来

到中国的各类译经僧当中，僧伽提婆的到来，应说对

慧远对毗昙学的弘扬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道安圆寂

后，僧伽提婆与法和等人来到洛阳，在此期间校订了

僧伽跋澄等所译的经论，发现有很多错误和纰漏的地

方，因此他又应法和的请求，重新翻译出《婆沙》。 后来

法和回到长安，而僧伽提婆则应慧远之请，于东晋孝

武太元十六年 (391)南下庐山 ，开始了他与慧远的合

作。

由于鸿摩罗跋提所译《阿毗昙心》有很多错误和

遗漏的地方，故而僧伽提婆应慧远之请开始重译《阿

毗昙心论》，由慧远弟子道慈笔受，当时的重要僧人有

竺僧根、 支僧纯等 80 人皆在旁听讲， 江州刺史王凝

之、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 第二年重新进行校对，终

于成为定本。 慧远在《阿毗昙心序》中介绍说，法胜“以

为《阿毗昙经》源流广大，难卒寻究，非赡智宏才，莫能

毕综，是以探其幽致，别撰斯部，始自‘界品’，迄于‘问

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曰心”[3]。 并指出《阿

毗昙》相当的深广幽奥，一般很难探究其内涵。 而《阿

毗昙心论》就是《阿毗昙》的提要。 根据《高僧传》中上

述这些记载可知，这已经是僧伽提婆在中土第三次译

出《阿毗昙心论》[4]。 僧伽提婆在庐山期间，慧远还请他

翻译出《三法度论》。 《三法度论》在各种经录中并没有

说明此论是属于哪一个部派的作品，不过，印顺法师

的研究曾经指出，“此论所述观点并不合于有部的立

场，反而较符于犊子部的观点”。 [5]

慧远在庐山请僧伽提婆重译《阿毗昙心论》和《三

法度论》二论，继其师道安之后又重新倡导毗昙学，庐

山僧人如其弟慧持以及道生、慧观、慧义等人都竞相

研习。 隆安六年(397)，僧伽提婆至京都建康，受到王公

与名士的崇信，尚书令车亭侯王氏为他立精舍 ，讲阿

毗昙学，名僧毕集，毗昙学兴盛于江南。 故而汤用彤先

生说：“《毗昙》学之大兴，实由于慧远徒从也。 ”[6]可见，

因为道安、慧远师徒的弘扬，毗昙学在东晋佛教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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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已经形成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 一时势力盖过了般

若学。 《出三藏记集》在论述毗昙学在这个时期传译所

造成的影响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昙摩耶舍曾在

弘始 9 年至 16 年（407—414）之间，用七年的时间与沙

昙摩掘多合译出《舍利弗阿毗昙论》，而其弟子法度却

因为专习小乘，又自绝于偏见，有“不如法”之行为 [7]。

另外《弘明集》的《范伯伦与生观二法师书》中则记载有

范泰的话语：“外国风俗还自不同，提婆始来，义观之徒

莫不沐浴钻仰，此盖小乘法耳，便谓理之所极，谓无生

方等之经皆是魔书。 ”[8]在僧伽提婆传译毗昙学之后，

还有人把般若方等诸经视为魔书， 可见得当时小乘毗

昙学在中土部分地区的传播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

响。

三、毗昙学与早期涅槃佛性论的建构

晋宋之际， 一股从般若学到涅槃学的思潮转向席

卷当时佛教界，使得涅槃佛性的问题，成为南北朝佛教

理论的中心问题，也影响中国思想发展千年之久。作为

当时的三大思潮之一， 毗昙学在这场思潮转向过程中

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作为早期涅槃佛性论的首

倡者， 竺道生与毗昙学的关系是厘清这个问题的关键

所在。

阿毗昙学说中的“有”，与大乘涅槃学的“有”是意

义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此我们很难找到竺道生的涅槃

佛性学说里面掺杂有阿毗昙学的因素。 而在涅槃学传

来之前，阿毗昙学是如何影响道生的，这也是个难题。

道生遗留下来的作品几乎都是在跟随鸠摩罗什学习之

后写下的， 因此被中观学所破斥的阿毗昙学说中的

“有”如何对竺道生产生影响，在现存的道生作品文献

中自然很难找到相关论述。 这也使得学界对于阿毗昙

学说对道生的影响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 其实我们可

以从他的传记中发现，对他的学识的介绍，总免不了提

到其学习毗昙学的经历。而在其理论中，亦存在有很多

与毗昙学经典的字词与思想有相似之处， 因此对于这

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一种隐性的线索去探寻。

要探讨阿毗昙学说对竺道生的影响， 从慧远说起

是更为便利的。 慧远遗留下来的文章有不少是在接触

鸠摩罗什所传般若中观学之前写下的， 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到，慧远受到了阿毗昙学说的重大影响，事实上，

当时的慧远完全接受了阿毗昙学说中法性为实有的观

点。 如唐代元康《肇论疏》卷上也引用了慧远论述法性

的一段话：“自问云：‘性空是法性乎’？ 答曰：‘非空者，

即所空而为名，法性是法真性，非空名也’。 ”[9]也就是

说，慧远认为法性是一切现象、存在所真实具有的性，

并不是空名。 他不赞成把事物的“性”空掉，以“空”名

“性”，而强调事物的“性”真有实有。 这种“法真性”的

提法是一种法性实有不变的思想， 应是受小乘毗昙学

影响的产物。另外，遗留下来的文献也清楚地描绘了慧

远在接触般若中观学以后对毗昙学的态度。 在他受到

鸠摩罗什的批评以及读过《大智度论》，研究学习了般

若中观学说以后，他仍然坚持此“无性”实为真实之性，

即所谓的“无性之性”，仍然坚持寻求“反鉴以求宗”，而

其中的“宗”即是指至极。 文中提到的“斯其至也，斯其

极也”，皆表明慧远仍然坚持“法性真实 ,至当有极”这

一法性论的理论支柱。

从阿毗昙学对慧远的影响，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道

生的情况。早年的学习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竺道生在庐山七年，与慧远可说是相交甚久，加上他们

的师父是同门师兄弟， 竺道生对阿毗昙经典的接受应

当说是非常自然的。 因此，他在去长安之后，对般若中

观学理论也与慧远一样有所保留， 也经历了象慧远一

样的思想转变和更新的过程。 由于阿毗昙在他的心里

已经先行植下了根，直至到了长安，竺道生学习了鸠摩

罗什所传的般若中观学说， 接受了般若中观的这一套

方法， 但仍然想要与他以前所学之阿毗昙学说作一融

贯，他在《维摩经注》中言：“性者真极无变之义也。 ”[10]

他排除了阿毗昙学中的以自性有为性，而是以假有、非

性有，非实在性为性，但坚持继承了阿毗昙学说中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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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不变的观念，这与慧远在《大智度论》中对法性的

描述如出一辙。

从《阿毗昙心论》的经文中，我们可以发现《阿毗昙

心论》中不仅有法性的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具

有“常乐我净”的观念。 《阿毗昙心论》在第一品〈界品〉

中说道：“问： 佛知何法？ 答： 有常我乐净， 离诸有漏

行。 ”[11]认为唯佛才能得知的“法相”，是“离诸有漏行”，

“有常我乐净”；而与无漏行相反的是，“诸有漏行转相

生故无常， 不自在故离我， 败坏故离乐， 慧所恶故离

净”[12]。因此，在佛的境界中是常乐我净，无漏行中有常

乐我净，但在有漏行中的法相，则是无常、无我、苦、不

净。“众生于有漏法，不知相已，便受有常我乐净。”[13]世

间的人不懂得“法相”的这些道理，却在有漏行中执受

“常我乐净”， 以至于造成认识上的颠倒， 导致生死轮

回。 “若知诸法相，正觉开慧眼”[14]，知道了法相，被颠倒

了的认识又重新被端正过来， 世人也就可以得到解脱

了。

对于佛来说，可以看到世间的无常，但佛的境界中

是常乐我净的。 这种世谛与真谛的两分可以在竺道生

的言论中频频看到，如道生《涅槃经疏》所言：“未极则

转进无常，极则常也。 ”[15]特别是《阿毗昙心论》中承认

“常乐我净” 的真实存在这一观念，无疑大大地影响了

竺道生，成为激发其涅槃妙有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

综上，我们可以说，毗昙学在中土佛教界已经形成

了一股非常活跃的思潮。 在鸠摩罗什对毗昙学大力破

斥后， 尽管它在理论的层面一时未能与般若中观学相

抗衡。 然而，毗昙学的观念，却潜在于诸如慧远、道生

等中国佛教学者的头脑之中， 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形成

及其发展方向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另外， 毗昙学的翻

译和讲习在后来也是延续不断的，公元 433 年，僧伽跋

摩与宝云应慧观的要求重新译出《杂阿毗昙心》。 毗昙

之学几乎成为南朝所有僧人共同研习的科目。 在此之

后，以讲习小乘一切有部《阿毗昙》而得名，涌现出一

大批毗昙学者，即所谓的毗昙师，形成了以说一切有部

的教义为理论根据，主张法体恒有、三世实有的毗昙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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